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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贸易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窦　 凯, 孙　 薇

(安徽财经大学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安徽
 

蚌埠　 233030)

摘要: 数字贸易推动了制造业数字化、 智能化转型, 成为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的新动能和新引擎。 本文以 2013—2022 年中国 30 个省市面板数据为样本, 考察

了数字贸易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 以及科技创新赋能实力和产业结构优

化升级在数字贸易影响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 数字贸

易能够直接促进制造业向高质量层次跃进, 在经过工具变量法、 时间样本变换、
GMM 广义矩估计法等多重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 异质性分析发现, 在东部

和中部地区数字贸易的赋能效应明显高于西部地区, 并且对技术密集型行业的赋能

效应强于其他行业。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进一步表明, 科技创新赋能实力以及产业结

构优化间接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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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

务”“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 推进新型工业化, 加快建设制造

强国、 质量强国、 航天强国、 交通强国、 网络强国、 数字中国”。 目前, 制造业作

为夯实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 尽管其增加值占全球的比重近 30%, 且

规模已连续 12 年位居全球首位, 但依然面临着“大而不强、 大而不优、 大而不活”
等突出问题, 严重制约了中国实现“制造强国”的目标。 而数字贸易作为代表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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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时代未来发展方向的新业态、 新模式, 引发制造业生产组织方式的深度变革,
推动了制造业向数字化、 智能化转型, 已经成为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和

新引擎, 为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机遇。 因此, 如何突破全球价值链低端

锁定困境, 推动制造业向高端迈进, 是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需要解决的重大现实

问题。 中国作为数字贸易大国, 制造业高起点、 有重点地融入数字贸易所带来的数

字红利, 把数字优势转化为战略资源, 是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 然

而, 数字贸易所带来的数字化效应如何影响制造业转型升级? 本文将基于数字贸易

的视角深入探索其赋能效应。
相较于已有文献,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 第一, 研究视角的创新。 现有文献

大多聚焦于数字化和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从数字贸易赋能的视

角出发, 探索数字贸易对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赋能效应, 这方面的研究文献

较少。 第二, 研究内容的创新。 现有相关文献以定性研究为主, 多聚焦于理论研

究方面。 本文采用实证模型来检验其直接和间接赋能效应, 将理论与实证相结合

进行深入探索。 第三, 研究方法的创新。 目前, 学术界对数字贸易和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尚未达成共识。 本文基于数字贸易基础、 数字贸易环境和

数字贸易绩效三大维度构建了数字贸易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同时基于高质量发展

五大理念, 从创新效益、 协调效益、 绿色效益、 开放效益和共享效益五个维度建

立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一、 文献综述

(一)数字贸易内涵的相关研究

当前, 全球数字贸易具有巨大的生命力和发展潜力, 其内涵和外延在不断地延

伸。 数字贸易内涵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 第一阶段为数字贸易的萌芽阶段

(1998—2012), 该阶段主要将其视为电子商务; 第二阶段为数字贸易的扩展阶段

(2013—2016), 该阶段主要将其拓展为数字产品和服务贸易; 第三阶段为数字贸

易的修正与规范阶段(2017 年至今), 该阶段其内涵在不断地修正中逐渐规范化。
马述忠等(2018)、 蓝庆新和窦凯(2019)认为数字贸易不仅包括贸易方式的数字化,
还包括贸易对象的数字化。

(二)赋能内涵的相关研究

当前学界对于“赋能”的内涵尚未形成统一的界定, 但普遍是从“过程”和“结

果”两个维度进行辨析。 剑桥大辞典将“赋能”界定为在追求目标时获取权利及自由

的过程, John 和 Peggy(1993)将其定义为既包含过程又是主观体验及客观实践的结

果。 在此基础上, Zimmerman(1995)构建包含过程与目标结果的“赋能理论模型”并

明确指出赋能不可缺少的三大要素是控制力、 参与感以及自我察觉。 同时, 不同的

研究学科也进一步丰富了“赋能”的内涵, 管理学层面把“赋能”界定为依托工作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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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和条件为处于不利地位的员工提供资源和信息, 以提升其工作能力( Kanter,
2010), 教育学角度界定为使受压制的相关群体获取更好教育资源和机会的一种途

径(Freire, 2018), 心理学角度界定为不同类型的群体和个人掌握自身发展的一种

特质(Rappaport, 1984)。 随着当前数字贸易成为驱动全球经济复苏的新动能, 数

字赋能成为学界研究的重点。 综合业界和学界的观点来看, 在经济学上“数字赋

能”指依托互联网、 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技术使特定群体完成既定目标的一种方法,
重点通过新业态、 新模式来降低成本、 优化结构。

(三)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相关研究

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 对于提升国家竞争力具有重要

意义(李晓华, 2021)。 关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及其测度, 以往学者的研究

提供了狭义和广义两个视角不同的理解方法。 狭义上, 多数学者选择用全要素生产

率来衡量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李平等, 2017); 广义上, 学者们往往关注制造

业高质量发展所包含的制造业在经济、 社会、 环境等多个维度上的综合发展, 构建

一系列综合指标体系, 用以全面评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黄令等, 2023)。 在全球

化的背景下,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日趋多元化、 复杂化, 越来越多的学者

对该领域展开研究。 目前, 学者们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聚焦在

技术创新(梁泳梅, 2021)、 政策环境(孙小宁等, 2024)、 绿色发展(余东华和王爱

爱, 2023)、 人力资源(吴迪, 2024)等方面。 同时, 在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路

径层面, 不仅要求提升生产效率和优化产业结构(陈明等, 2020), 还要关注绿色

发展(邢明强和许龙, 2024)、 创新驱动(陈清萍, 2020)和政府政策(吕铁, 2020)
等方面。

(四)数字贸易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关联性研究

综合国内外研究来看, 将数字贸易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结合起来的研究较少。
现有少数文献主要从理论方面阐述了数字贸易通过创新商业形式、 促进数实结合、
加快组织变革等方式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马述忠等, 2018), 更多的文献主要

是从数字经济的视角来探讨其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 相关文献从数字经

济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理角度出发, 指出数字经济通过技术创新、 人力

资本积累、 产业聚集等渠道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田刚元和陈富良, 2022
 

; Wen-
qi 等, 2023)。 而对于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效应研究方面, 大部分学

者研究了各种相关因素的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 也有少部分学者探讨数字经济的赋

能效应(Qianqian 等, 2022; 付文宇等, 2022; 戴翔和杨双至, 2022)。 在实现路径

层面, 主要从鼓励技术创新、 推动数字化平台建设、 推进产业生态改善、 推动企业

数字化转型这几个方面来进行研究(焦勇, 2020; 朱小艳, 2022)。 然而, 数字经

济与数字贸易的作用机制差异较大, 数字经济主要是依托资源、 技术以及外部性三

大特性, 从内生动力、 渗透效应以及改善环境三个方面对制造业产业结构进行优

化, 进而推动其高质量发展; 数字贸易主要是通过技术创新催生贸易新业态新模

式, 促使服务贸易产业向数字化转型并与制造业深度融合, 在“数字+服务+制造”
的模式下实现产业多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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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 已有研究为本文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很好的思路参考, 但是如

何利用数字贸易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研究仍处于探索完善阶段, 具体表现为:
第一, 现有文献多基于定性分析, 实证检验影响机制的文献相对匮乏; 第二, 现有

文献多从数字经济角度展开分析, 从数字贸易赋能的角度来研究的文献极为缺乏。
基于此, 本文从赋能角度出发, 深入剖析两者之间的影响机制, 从直接和中介两个

层面实证探究数字贸易的赋能效应, 并基于检验结果为中国数字贸易与制造业融合

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实现路径。

二、 数字贸易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机制

(一)直接效应

数字贸易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直接赋能效应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提高

制造业经济效益。 数字贸易通过降低制造业的交易成本、 拓宽销售渠道、 优化供应

链管理等方式促进了制造业经济效益的提升(韩民春和张霄, 2023)。 数字技术的

应用极大地提高了信息流通的迅速性和准确性, 从而削减了制造业的交易成本; 数

字平台为制造业企业提供了更广阔的销售渠道, 企业能够轻松触达全球消费者, 实

现销售市场的快速扩张。 此外, 数字贸易还推动了制造业供应链管理的优化。 二是

增强制造业创新效益。 数字贸易通过促进制造业产业数字技术的应用、 国际技术交

流和合作、 生产方式的变革等方式, 为制造业的创新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从而推动

制造业朝着高质量方向发展。 三是提升制造业开放效益。 数字贸易的发展推动了制

造业的开放合作, 为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数字贸易以其独特的优

势, 打破了地理空间的限制, 使得制造业企业能够更便捷地参与到全球市场竞争

(黄令等, 2023)。 同时, 数字贸易促进了制造业供应链的全球化布局, 促使企业

可以实时掌握全球供应商和客户的动态信息, 优化采购、 生产和销售等环节, 提高

供应链的韧性和灵活性。 四是优化制造业生态效益。 数字贸易的发展促进了制造业

产业的绿色化转型和可持续发展, 优化制造业的生态效益。 数字贸易为制造业提供

了更广阔的市场和更便捷的信息交流渠道, 使得制造业企业能够更快速地洞察市场

需求趋势和环保变化要求, 从而动态优化生产策略与布局, 推动产业的绿色化转

型。 基于此, 本文提出:
假说 1　 数字贸易的发展对中国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直接的赋能效应。
(二)中介效应

1. 科技创新赋能实力效应

首先, 在数字贸易的背景下, 能够更显著地推动知识的传递和共享, 有效推动

全球知识和技术的外溢, 促使参与贸易的主体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和学习效应促进自

身科技与创新水平的提高, 并以此来赋能制造业的发展, 促进制造业行业生产效率

和价值附加值的提升( Acemoglu 等, 2019)。 其次, 数字贸易依托数字技术以及数

数字经济与贸易 《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25 年第 2 期



- 53　　　 -

字化平台促使市场进一步扩大, 市场主体也更容易获取全球范围内多样化的需求,
数字贸易将这些需求反映到制造业生产研发及创新中, 从而增加制造业的高技术含

量, 促进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 最后, 数字贸易的发展必然伴随着数字化技术的革

新、 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 为制造业提供了新的创新机会, 使得制造

业行业在提高产品质量的同时, 还能够降低成本, 加快产品开发的进度, 从而使全

球范围内的制造业得以持续高效、 高质地发展。 基于此, 本文提出:
假说 2　 数字贸易依托科技创新赋能实力效应以促进制造业向高质量迈进。
2. 产业结构优化赋能效应

一方面, 随着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发展, 数字技术的应用已经渗透到制

造业发展的各个环节中, 数字贸易作为数字化与传统贸易业态的结合, 推动了新业

态新模式的形成, 产业融合效应持续凸显(胡西娟等, 2021), 先进制造业和现代

化服务业的融合有助于促进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 为制造业行业的更新换代即传统

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依据, 以此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另一方面, 数字贸易使

新技术渗透至制造业各个环节链条, 进一步提升产业关联度及产业间的技术扩散,
促进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孙焱林和林源榕, 2021), 加速制造业行业由传统

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 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变。 基于此, 本文提出:
假说 3　 数字贸易依托产业结构优化以推动制造业向高质量跃升。

三、 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一)变量选取

1. 被解释变量: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HQMI)
本文参考黄顺春和张书齐等(2021)的做法, 结合高质量发展理念, 利用层次

分析法, 基于数据的可得性, 从创新效益、 协调效益、 绿色效益、 开放效益和共享

效益五个维度来构建综合评价体系, 全方位度量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 同

时, 为了避免指标由于重复性及不确定性所带来的结果不准确问题, 本文采用灰色

统计法①对指标体系进行修正筛选, 最终得到如表 1 所示的包含五个一级指标、 十

一个二级指标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2. 核心解释变量: 数字贸易(DTRA)
目前, 对于数字贸易的综合评价指标, 学术界还未达成共识。 本文借鉴克甝等

(2022)、 周娟美和崔粉芳(2022) 的做法, 利用层次分析法的思想, 基于当前数

字贸易发展的现状以及数据的可得性, 从数字贸易基础、 数字贸易环境和数字贸

易绩效三个层面构建体系, 并采用灰色统计法对指标体系进行修正筛选, 最终得

到如表 2 所示的包含三个一级指标、 十三个二级指标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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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

表 1　 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衡量方法

创新效益

协调效益

绿色效益

开放效益

共享效益

R&D 投入强度 R&D 经费支出 / 工业主营业务收入

R&D 产出水平 有效发明专利数量 /
 

R&D 经费支出

制造业企业上市公司数量 地区年度制造业上市公司总数

规上企业亏损深度 规上企业亏损总额 / 规上企业利润总额

规上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 规上企业净利润 / 规上企业营业收入

单位产值二氧化硫排放量 二氧化硫排放量 / 制造业总产值

固体废物处理利用率 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 / 固体废物产生量

制造业出口贡献 制造业出口额 / 出口总额

外商投资占比 外商投资工业企业资产总额 / 工业资产总额

劳动者报酬占工业增加值比重 劳动者报酬 / 工业增加值

工业企业纳税总额占地区税额比重 工业企业纳税总额 / 地区税收总额

注: 数据主要根据各年度《中国统计年鉴》, 各省市统计年鉴, 以及环境类、 科技类、 工业类统计年鉴计算整

理所得。

表 2　 数字贸易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衡量方法

数字贸易
基础

数字贸易
环境

数字贸易
绩效

产业数字化贸易水平 有电子商务交易活动企业数 / 企业总数量

数字产业化贸易水平 通信设备、 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工业总产值

数字基础设施服务能力 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规模

数字贸易产品原创性 数字化产品和服务专利申请量 / 专利申请总量

数字贸易开放度 数字贸易进出口总额 / 国内生产总值

数字贸易消费潜力 居民数字化产品和服务支出 / 居民总支出

数字贸易政策科学完备性 国家级和省部级数字贸易政策数量

政府数字版权保护度 数字版权侵权结案数量 / 数字版权侵权发案总数

数字贸易竞争优势指数
(数字贸易出口额-数字贸易进口额) / (数字贸易

出口额+数字贸易进口额)

数字贸易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数字贸易出口额 / 国内出口总额) / (全球数字贸易

出口额 / 全球出口总额)

数字贸易 Michaely 波动指数
(数字贸易出口额 / 国内出口总额) -(数字贸易

进口额 / 国内进口总额)

数字贸易国际市场占有率 地区数字贸易出口额 / 全球数字贸易出口额

数字贸易出口占国内总出口的比重 数字贸易出口额 / 国内总出口额

注: 数据根据各年度《中国统计年鉴》《知识产权统计简报》, 各省市统计年鉴, 以及各省市官方网站公布数据

计算整理所得。

3. 中介变量

(1)科技创新赋能实力(R&Dinvestit)。 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科技领域综

合能力的关键指标, 涵盖了研发投入、 科技产出以及创新人才培养等多个维度。 这

一实力的增强, 不仅是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 也是实现贸易数字化的

数字经济与贸易 《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25 年第 2 期



- 55　　　 -

重要基石。 在本文的研究中, 特别选取科技创新赋能实力(R&Dinvestit)作为数字贸

易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之间的中介变量。 这一选择基于科技创新赋能实力在连接两

者关系中的桥梁作用。 测算方法为地区 R&D 投入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 能够直

观反映出一个地区在科技赋能方面的投入力度和成效, 进而影响到数字贸易发展水

平和制造业优化升级的进程。 通过深入研究这一中介变量的作用机制, 可以更加清

晰地揭示数字贸易如何通过科技创新赋能实力的提升来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2)产业结构升级(Mfgu)。 本文参考傅元海(2016)的做法, 选用制造业高级

化指数来反映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表现。 因为自 1998 年开始高端技术产业已经

在制造业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 该指数反映了制造业结构向高级阶段升级跃进的

过程。
对制造业高级化指数的测算方法, 具体公式如下:

Mfgu = Mfgti / Mfgci (1)
式(1)中, Mfgti代表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占制造业总产值的比重, Mfgci代表资本

密集型制造业占制造业总产值的比重。 Mfgu 数值越大, 该地区制造业产业结构优

化水平越高。
4. 控制变量

本文选取五个反映两者之间关联性的控制变量, 包括: 政府政策干预程度

(GOV), 指各省市政府财政支出占地区 GDP 比重; 金融发展水平(FDL), 指各地

区金融机构存、 贷款总额占地区 GDP 比重; 城镇化水平(URBAN), 指各地区城镇

人口占地区总人口比重; 环境规制水平(ENV), 指各地区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额

占工业增加值比重; 外商直接投资水平(FDI), 指各地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

额占各地区 GDP 的比重。
5. 数据来源

以上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 各省市统计年鉴以及工业类、 高技术产业类、 环境

类、 知识产权类统计年鉴和各级政府官方网站, 部分定性指标通过专家问卷调查法

获取。 同时, 本文为了削弱极端数据波动对回归结果的影响, 对部分数值较大的指

标取自然对数(ln)再进行统计测算, 对数据进行合理的可比性处理。
(二)测度方法

本文基于数据情况, 选取客观赋权的熵值法来计算各个指标的权重, 并根据计算的

权重来测算各省市数字贸易水平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综合指数, 具体过程如下:
(1)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当指标为正向指标时, 采用式(2)来进行处理;

当指标为负向指标时, 采用式(3) 来进行处理, i 表示第 i 个省市, j 表示第 j 个
指标。

正向标准化:

X∗
ij =

X ij - min
 

(X ij)

max
 

(X ij) - min
 

(X ij)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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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向标准化:

X∗
ij =

max
 

(X ij) -X ij

max
 

(X ij) - min
 

(X ij)
 

(3)

式(2)和式(3)中, X∗
ij 是经过标准化处理后的数据, X ij 是原始数据, min

 

(X ij)
是该数据中的最小值, max

 

(X ij) 是该数据中的最大值。
(2)通过式(4)计算各个指标的贡献度 P ij , 再通过式(5)计算各个指标的熵值

ej , 式(5)中 k 赋值为 ln
 

(300), m 表示省市数量, n 表示指标数量。

　 　 　 P ij =
X∗

ij

∑m

i-1
X∗

ij

( i = 1, 2, …, m; j = 1, 2, …, n) (4)

　 　 　 ej = - k∑
m

i-1
P∗

ij ln(P ij)( i = 1, 2, …, m; j = 1, 2, …, n) (5)

(3)计算指标 j 所对应的差异性系数 dj 以及各指标权重 wj , 如式(6)和式(7)所示:
　 　 　 　 　 　 　 　 　 d j = 1 -ej( j = 1, 2, …, n) (6)

　 　 　 　 　 　 　 　 　 w j =d j / ∑ n

j = 1
d j( j = 1, 2, …, n) (7)

(4)计算各省市的制造业高质量和数字贸易发展的综合得分, 如式(8)所示:

Score = ∑
n

j = 1
(w j ×X∗

ij )( i = 1, 2, …, m; j = 1, 2, …, n) (8)

(三)模型设定

1. 基准回归模型

为了避免无法观测的个体以及时间差异带来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在经过 Haus-
man 检验后在基准回归时选择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采用 2013—2022 年 30 个省市的

面板数据①, 并以此为基础构建如式(9)所示基准回归模型:

HQMIit =α0 +α1DTRAit + ∑α jControlsit +μi +μt +εit (9)

式(9)中, HQMIit 代表在 t 时期 i 地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 DTRAit 代表在 t
时期 i 地区 的数字贸易发展程度, Controlsit 则涵盖了一系列控制变量, μi 代表省份

固定效应, μt 代表年份固定效应, εit 代表随机误差项。
2. 中介效应模型

在基准回归模型式(9)的基础上, 进一步构建反映两者之间关系的中介效应模

型, 对科技创新赋能实力和产业结构优化是否为数字贸易赋能制造业发展的中介变

量进行检验:

　 　 　 Mit =λ0 +λ1DTRAit + ∑γ jControlsit +μi +μt +εit (10)

　 　 　 HQMIit =β0 +β1DTRAit +β2Mit + ∑η jControlsit +μi +μt +εit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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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0)和式(11)中, Mit 表示中介变量, 包括科技创新赋能实力和产业结构优

化, 其他与式(9)等同。 在式(9)中系数 α1 显著的基础上, 若式(10)中系数 λ1 显

著, 则意味着数字贸易对中介变量具有显著影响。 进一步对式(11)开展分析检验,
若系数 β1 与 β2 都显著, 表明所选取的中介变量起部分中介作用; 若系数 β1 不显

著而系数 β2 显著, 则所选取的中介变量起到完全中介作用。

四、 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 3 结果显示,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HQMI) 最小值为 0. 095, 最大值为

0. 716, 标准差为 0. 147, 说明在不同年份和不同地区间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差异较

为明显。 数字贸易发展水平(DTRA)综合指数最小值为 0. 054, 最大值为 0. 615, 标准

差为 0. 110, 表明不同省份之间的数字贸易发展水平存在不均衡性。 科技创新赋能实

力(R&Dinvestit)最小值为 0. 005, 最大值为 0. 068, 标准差为 0. 015, 说明样本在科技

赋能方面存在着差异性。 产业结构升级(Mfgu)最小值为 0. 364, 最大值为 0. 473, 标

准差为 0. 021, 该变量的值比较稳定, 说明产业结构升级的差异较小。

表 3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HQMI 300 0. 328 0. 147 0. 095 0. 716

DTRA 300 0. 183 0. 110 0. 054 0. 615

Mfgu 300 0. 398 0. 021 0. 364 0. 473

R&Dinvestit 300 0. 021 0. 015 0. 005 0. 068

GOV 300 0. 251 0. 103 0. 107 0. 643

FDL 300 3. 336 1. 141 1. 578 8. 131

URBAN 300 0. 603 0. 118 0. 363 0. 896

EVN 300 0. 003 0. 118 0. 000 0. 031

OFDI 300 0. 018 0. 014 0. 000 0. 080

(二)基准回归结果

为了保证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本文采用逐步加入控制变量的方式进行回归。
表 4 中, 列(1)为不加入控制变量时数字贸易(DTRA)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HQMI)
的回归结果。 结果表明, 数字贸易回归系数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 列(2)至列(6)
是在依次加入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 表明在排除了一系列控制变量的影响后, 在

1%水平上 DTRA 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正; 符号和显著性并未随着控制变量的加

入而改变, 表明数字贸易的发展能够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直接效应得到验证。
因此, 假说 1 得到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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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基准回归结果

项目
(1) (2) (3) (4) (5) (6)

HQMI HQMI HQMI HQMI HQMI HQMI

DTRA

GOV

FDL

URBAN

EVN

OFDI

_ cons

省份固定

年份固定

观测值

R2

　 　 0. 343∗∗∗ 　 　 0. 339∗∗∗ 　 　 0. 333∗∗∗ 　 　 0. 321∗∗∗ 　 　 0. 312∗∗∗ 　 　 0. 320∗∗∗

(0. 032) (0. 031) (0. 031) (0. 030) (0. 030) (0. 030)
-0. 176∗∗∗ -0. 354∗∗∗ -0. 324∗∗∗ -0. 304∗∗∗ -0. 282∗∗∗

— (0. 054) (0. 077) (0. 075) (0. 074) (0. 075)
0. 019∗∗∗ 0. 020∗∗∗ 0. 020∗∗∗ 0. 018∗∗∗

— — (0. 006) (0. 006) (0. 006) (0. 006)
0. 350∗∗∗ 0. 390∗∗∗ 0. 407∗∗∗

— — — (0. 085) (0. 085) (0. 085)
1. 509∗∗∗ 1. 528∗∗∗

— — — — (0. 508) (0. 505)
0. 323∗∗

— — — — — (0. 156)

0. 357∗∗∗ 0. 396∗∗∗ 0. 306∗∗∗ 0. 011 -0. 019 -0. 032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0. 982 0. 983 0. 984 0. 985 0. 985 0. 986

注: ∗、 ∗∗和∗∗∗分别表示估计数值在 10%、 5%和 1%的水平上显著, (　 )内为 se 值。 下表同。

表 4 结果显示, 五个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均是显著的。 其中, 地区的金融发展

水平(FDL)、 城镇化水平(URBAN)、 环境规制水平(EVN)和外商投资水平(OFDI)
四个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均为正且显著, 反映了这四大因素都能积极促进制造业

向高质量方向转型。 而政府干预程度(GOV)这一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都是负值,
说明政府干预可能并没有对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具体的原因可能

是政府政策(尤其是财政政策)和经济宏观政策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以及逆周期性。
(三)中介效应检验

本文采用逐步回归方法来检验这一机制, 表 5 为中介机制的检验结果。 表 5
列(1)估计系数显示, 数字贸易在 5%水平上对科技创新水平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这一结果表明, 依托数字贸易能够打破地域、 空间及信息限制的特性, 能够为市场

主体提供前所未有的技术交流与合作机会, 进而通过技术溢出效应促进自身科技与

创新水平的提高。 进一步, 本文分析了科技创新赋能实力(R&Dinvestit)在数字贸易

影响制造业高质量发展(HQMI)过程中的中介作用。 表 5 列(2)结果显示, 科技创

新赋能实力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估计系数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 证明科技创

新赋能实力作为中介变量时, 能够赋能制造业的生产过程逐渐向数字化、 智能化

方向发展, 在提高产品质量的同时并能够加快产品开发的进度和降低成本, 即数

字贸易可以通过科技创新赋能实力的提升促进中国各省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因

此, 假说 2 得到了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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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可得, 表 5 列(3)数字贸易(DTRA)对产业结构优化(Mfgu)的估计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意味着数字贸易的发展能够显著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促进制造业逐渐向高技术、 高附加值领域转型, 使其生产过程更加智能化、 精细

化。 而表 5 列(4)的结果则进一步表明, 在 1%水平上 Mfgu 对 HQMI 的估计系数同

样显著为正, 证明了产业结构优化降低了制造业对低端生产要素的依赖, 有效地促

进了制造业生产流程的优化、 管理模式的创新以及产品服务的智能化, 提高了制造

业的效率和竞争力, 在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中介作用。 因此, 假

说 3 得到了验证。

表 5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项目
(1) (2) (3) (4)

R&Dinvestit HQMI Mfgu HQMI

DTRA

R&Dinvestit

Mfgu

控制变量

省份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_ cons

观测值

R2

　 　 0. 017∗∗ 　 　 0. 301∗∗∗ 　 　 0. 036∗∗∗ 　 　 0. 317∗∗∗

(0. 007) (0. 029) (0. 008) (0. 029)

— — — —

0. 945∗∗∗
— — — (0. 267)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0. 025 -0. 060 0. 332∗∗∗ -0. 414∗∗∗

(0. 018) (0. 076) (0. 003) (0. 132)

300 300 300 300

0. 928 0. 987 0. 906 0. 986

(四)稳健性检验

1. 内生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缓解因遗漏变量和反向因果等内生性问题对基准回归结果造成的影

响, 本文采取工具变量法来进行稳健性检验。 本文参考黄群慧等(2019) 的做法,
将数字贸易的工具变量确定为 1984 年的邮局数量。 一方面, 数字技术对数字贸易

起着非常关键的支撑作用, 在数字技术普及之前, 贸易之间的交流和物流来往离不

开邮局, 邮局系统可以被视为一种交流和物流基础设施的代表, 数字贸易的发展会

从技术水平等方面受到当地历史上传统基础设施的影响, 满足工具变量选取的相关

性原则; 另一方面, 目前来看, 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 传统历史上的邮局数量

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正在逐渐消失。 因此, 选取 1984 年邮局数量作为工具

变量满足排他性原则。 然而, 由于 1984 年的邮局数据是横截面性质的, 它无法直

接应用在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过程中, 本文借鉴 Nunn 和 Qian (2014)、 赵涛等

(2020)的做法, 选取一个随时间变化的面板数据与 1984 年邮局数量相乘的交互项

作为工具变量。 具体的工具变量回归结果如表 6 列(1)和列(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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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稳健性检验结果

项目

内生性 其他稳健性

(1) (2) (3) (4) (5)

工具变量 工具变量 剔除直辖市样本 更换时间样本 GMM 广义矩计

HQMI HQMI HQMI HQMI HQMI

DTRA

F
 

test
 

of
 

excluded
 

instruments
Kleibergen-Paap

 

rk
 

LM
 

statistic
Kleibergen-Paap

 

Wald
 

rk
 

F
 

statistic

L. HQMI

Hansen
 

Test

控制变量

省份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观测值

R2

AR2

　 　 0. 657∗∗∗ 　 　 0. 525∗∗∗ 　 　 0. 295∗∗∗ 　 　 0. 358∗∗∗ 　 　 0. 235∗∗∗

(0. 138) (0. 131) (0. 035) (0. 027) (0. 023)
23. 150∗∗∗ 20. 360∗∗∗

[0. 000] [0. 000] — — —

21. 390∗∗∗ 19. 010∗∗∗

[0. 000] [0. 000] — — —

23. 150∗∗∗ 20. 360∗∗∗

{16. 380} {16. 380} — — —

— — — — 0. 451

— — — — 0. 697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300 300 260 240 300

0. 976 0. 982 0. 982 0. 992 —

— — — — 1. 606

注: []内为 p 值, {}内为 Stock-Yogo
 

弱识别检验
 

10%水平上的临界值。

表 6 列(1)和列(2)结果表明, 考虑了内生性问题之后, 数字贸易对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的直接赋能效应的估计结果均在 1%水平上显著, 证明了本文研究结果的

稳健性。 估计结果中 F 的统计量明显大于 10, 说明本研究所选用的工具变量满足

了研究条件。 同时, Kleibergen-Paap
 

rk
 

LM 统计量的 p 值达到 0. 000, 而 Kleiber-
gen-Paap

 

Wald
 

rk
 

F 统计量也远超过 Stock-Yogo 弱识别检验在 10%水平上的临界值

(16. 380)。 这进一步表明, 本文所选用的工具变量不存在识别不足或弱工具变量

问题, 从而进一步证明了工具变量的合理性。
2. 其他稳健性检验

(1)剔除直辖市样本。 考虑到中国的直辖市相对于其他省市来说, 更具有政

治、 经济上的优势, 为了排除特殊样本的干扰, 本文在进行稳健性检验时剔除了北

京、 上海、 天津以及重庆四个直辖市的样本数据后再进行估计, 结果如表 6 列(3)
所示。 从估计结果中可以看出, 在剔除四个直辖市的样本数据后, 数字贸易

(DTRA)的估计结果仍然在 1%的水平上显著, 表明基准回归结果作用在剔除直辖

市样本后仍然保持稳健。
(2)更换时间样本。 2019 年暴发的新冠疫情对中国的经济和贸易发展产生了一

定的影响。 因此, 本文考虑到新冠疫情对研究结果的影响, 并参考韩民春和张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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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的做法, 去除 2019 年之后的样本, 采用 2013—2019 年的样本再次进行估

计。 从表 6 列(4)估计结果中可看出, 在 1%水平上 DTRA 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 表

明在去除了新冠疫情的影响后, 数字贸易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直接赋能效应仍然

显著, 再次验证了本文所得出的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3)广义矩估计(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
 

GMM)。 为了检验本文研究结

果的稳健性, 本文参考郭金花等(2021) 的做法, 进一步采用考虑内生性问题的

GMM 广义矩估计法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滞后一期的数据, 再次对基准回归的结果

进行检验, 检验结果如表 6 列(5)所示。 在用 GMM 广义矩估计法之后, 数字贸易

(DTRA)的回归结果依然在 1%水平上显著, 进一步证明了本文基准回归结果的稳

健性。
(五)异质性分析

1. 区域异质性

由于不同地区之间数字贸易与制造业发展水平有较大差异, 本文将 30 个省市

分为东部、 中部、 西部三个不同的空间分布来进行地区异质性检验, 观察不同地区

制造业在数字贸易的影响下形成的差异化发展, 结果如表 7 列(1)至列(3)所示。
在回归结果中, 东部、 中部、 西部地区的回归系数都是在 1%水平上显著, 表明无

论在东部地区或是中部、 西部地区数字贸易均起着显著的促进作用。 但是, 西部地

区的回归系数明显小于东部和中部地区, 对此可能的原因是中国西部地区的经济发

展水平相对于中东部来说存在着差异, 中东部地区在改革开放的政策下充分发挥自

身禀赋优势, 产业在四十多年的发展中逐渐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型, 新一

代数字技术在制造业各领域应用得更加普遍, 与数字贸易的融合度更高。 中部地区

的回归系数是最高的, 可能是因为中部地区在有一定经济及技术的基础上, 数字贸

易更能为中部地区打破地域的限制, 使其弥补地域受限的不足, 更能够通过线上贸

易平台扩展国际市场, 创造出更多的新机会与新优势。

表 7　 异质性分析

项目

区域异质性 行业异质性

(1) (2) (3) (4) (5)

东部 中部 西部 技术密集型 劳动密集型

DTRA

控制变量

省份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_ cons

观测值

R2

　 　 0. 307∗∗∗ 　 　 0. 427∗∗∗ 　 　 0. 160∗∗∗ 　 　 0. 298∗∗∗ 　 　 0. 248∗∗∗

(0. 043) (0. 072) (0. 058) (0. 031) (0. 029)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0. 113 -0. 379∗∗ 0. 275∗ -0. 236∗∗∗ -0. 023
(0. 129) (0. 179) (0. 151) (0. 081) (0. 076)

110 100 90 300 300

0. 980 0. 969 0. 988 0. 980 0. 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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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业异质性

在开展行业异质性分析时, 本文借鉴刘威等(2018)的做法, 将制造业行业分

为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 得出的结果如表 7 列(4)和列(5)所示。 结

果显示, 不管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还是技术密集型产业, 回归系数都在 1%水平上显

著, 但是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回归系数明显大于劳动密集型的, 说明数字贸易发展对

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赋能效应大于劳动密集型产业。 原因可能是: 技术密集型产业主

要包括计算机、 电子设备制造业、 医药制造业、 仪器仪表制造业等产业, 劳动密

集型产业则主要包括纺织业、 农副食品加工业等产业, 技术密集型产业从研发到

生产的全流程全周期都在应用数字化技术; 这些技术又是支撑数字贸易发展的基

石, 而劳动密集型产业则更多地依赖于劳动替代, 因此技术密集型产业能更为快

速地对数字贸易的发展做出响应, 并通过数字贸易的赋能效应加速自身的发展。

五、 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研究结论

依托数字贸易赋能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是实现制造强国战略的重要途径,
更是强化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不可或缺的手段。 本文从直接效

应、 中介效应两方面构建理论机制, 并以此为基础开展实证检验。 主要结论如下:
首先, 数字贸易能够显著地推动中国制造业向高质量方向转型升级, 结论在经过工

具变量法、 变换时间样本以及使用 GMM 广义矩估计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

立。 其次, 中介效应检验显示, 科技创新赋能实力的提升以及产业结构优化是数

字贸易驱动制造业向高质量方向转型的重要传导因素。 最后, 异质性分析发现数

字贸易的赋能效果存在地区异质性和行业异质性, 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效应

在中部、 东部和西部地区均显著为正, 但是中部及东部地区正向赋能效应更为明

显。 对于行业异质性, 数字贸易对制造业的赋能效应在技术密集型行业更加

显著。
(二)政策启示

1. 加快构建促进“数制融合”的数字基础设施生态

数字基础设施能发挥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 既是促进数字贸易和制造

业深度融合的基础, 更是发挥数字贸易赋能效应的重要保障。 因此, 要健全数字基

础设施体制机制, 构建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规划和标准体系; 加强统筹布局, 健全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协调机制, 推进东部、 中部和西部地区共建共享, 着力解决新型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平衡、 不充分等问题。 要超前布局新一代通信网络基础设施,
实现 5G 网络在流量密集的地区深度覆盖, 并逐渐延伸到中部和西部乡镇和行政

村; 积极推进“东数西算”战略工程, 超前布局新型算力网络体系, 深化算力网络

对传统行业数字化转型的赋能作用, 加强其与区块链、 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技术的融

合创新, 拓宽数字贸易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的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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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加快构建促进“数制融合”的科技创新发展生态

推动数字贸易与制造业融合发展, 持续推进科技创新, 尤其是数字技术的持续

创新, 充分释放数字技术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叠加赋能效应。 鼓励制造型企业增

加科技创新投入, 提高数字贸易发展水平, 促进技术和知识的创新、 扩散和应用;
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的赋能效应, 在平台、 制造行业以及用户之间搭建良性互动的创

新生态, 推动制造型企业整合产业链与供应链资源, 依托数字技术创新探索数字贸

易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新业态新模式; 以创新创造为导向, 深化科技成果转化

收益分配制度改革, 激发制造型企业员工的创新潜能和创新能力。
3. 加快构建促进“数制融合”的产业转型发展生态

制造型产业应抓住数字贸易快速发展的有利契机, 充分发挥数字贸易的技术扩

散效应, 推动数字技术在制造型企业中的渗透, 建立全新生态的数字化产业链, 促

进数字技术在研发、 生产、 流通等各领域的深度应用, 推进传统制造业向高附加

值、 高技术含量转型, 提升制造行业的整体竞争力和创新能力。 建立健全技术转移

体系, 拓宽重大数字技术在数字贸易领域的应用场景, 丰富数字贸易的业态和模

式, 进一步赋能制造业在要素投入、 新产品开发、 流程优化改造、 新市场开拓等领

域的数字化转型。 依托数字贸易平台, 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化服务业之间更深层

次融合, 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化服务业相互促进和协同发展, 推动产业链、 供应

链的数字化、 网络化和智能化改造, 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4. 加快构建促进“数制融合”的开放包容政策生态

注重顶层设计, 健全促进数字贸易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的制度体系, 加快构建促

进数字贸易发展的体制机制, 完善促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政策体系。 进一步深化

金融体制改革, 推动金融与科技深度融合, 强化金融科技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适

配度和深度。 进一步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 主动在电子商务、 数据流动、
知识产权等领域与高标准经贸规则对接, 有序扩大对外开放领域的深度和广度; 深

化对外贸易体制机制改革, 营造有利于数字贸易发展的制度环境, 创新探索新业态

新模式。 深化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管理体制机制改革, 进一步缩减外资准

入负面清单, 引导内外资投向制造业高端领域, 强化制造业领域的国际合作。 完善

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 积极推动西部地区的数字贸易和制造业发展, 加强东部、
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交流与合作, 促进产业对接和资源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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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Trade
 

Empower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

 

Theoretical
 

Mechanism
 

and
 

Empirical
 

Test

DOU
 

Kai　 SUN
 

Wei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s,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ngbu,
 

Anhui,
 

233030)

Abstract: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30
 

provinces
 

and
 

cities
 

of
 

China
 

from
 

2013
 

to
 

2022,
 

this
 

paper
 

investig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gital
 

trade
 

and
 

high-quality
 

devel-
opment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the
 

role
 

of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and
 

indus-
tr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in
 

the
 

impact
 

of
 

digital
 

trade
 

on
 

high-quality
 

de-
velopment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t
 

is
 

shown
 

in
 

the
 

research
 

results
 

that
 

digital
 

trade
 

has
 

a
 

direct
 

impact
 

to
 

promote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o
 

develop
 

in
 

a
 

high-quality
 

way.
 

In
 

addition,
 

the
 

conclusion
 

is
 

still
 

valid
 

after
 

multiple
 

robustness
 

tests,
 

such
 

as
 

tool
 

variable
 

method,
 

time
 

sample
 

transformation
 

and
 

GMM
 

generalized
 

moment
 

estimation
 

method.
 

It
 

is
 

shown
 

in
 

heterogeneity
 

analysis
 

that
 

the
 

empowering
 

effect
 

of
 

digital
 

trade
 

in
 

the
 

eastern
 

and
 

central
 

regions
 

is
 

more
 

obvious
 

than
 

that
 

in
 

the
 

western
 

regions,
 

and
 

is
 

stronger
 

for
 

technology-intensive
 

industries
 

than
 

for
 

other
 

industries.
 

It
 

is
 

further
 

shown
 

in
 

mesomeric
 

effect
 

test
 

results
 

that
 

the
 

empowering
 

effect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
vation

 

indirectly
 

plays
 

a
 

vital
 

role
 

in
 

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Keyword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Digital
 

Trade;
 

Empowering
 

Effect;
 

Mesomeric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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